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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有助于解决科技专家与公众对科技风险态度的矛盾、科技
专家与其他专家对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态度的矛盾、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与信任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科技
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可分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认知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两个方面，
这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全面研究应在综合上述两个过程的
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得出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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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研究的必要性

当代有关政府管理部门、科技专家与科技风
险理论研究者一直对是否应该将公众对科技风险
认知的问题纳入到科技政策制定中存在着争论。
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公众缺乏专业的知识，
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不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
上的，将他们的观点纳入到决策过程中会影响科
技风险水平评估的准确性。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
认为，公众对科技风险认知的某些观点可能存在
不足，认知结果可能会有偏差，甚至出现错误，
但是公众对科技风险认知的诸多观点也真正反映
了科技风险的特征，是公众对科学技术及其风险
的真实感受及主观表达。以上两种不同的态度实
质上是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矛盾关系的一种反
映。就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问题而言，主要存在

着以下三个方面的矛盾：
一是科技专家与公众对科技风险态度的矛

盾。许多科技专家通常认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
知是层次较低的，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如一位著
名核物理学家声称： “对核辐射的恐惧已经使公
众发疯。我特意使用 ‘发疯’这个词，是由于其
含义是缺乏与现实的联系。公众对核辐射危险的
理解实际上已经与科学家理解的实际风险毫无关
联。”［１］（Ｐ１６５）虽然科技专家对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
问题持反对态度，但是公众对科技风险的恐惧仍
然存在。这彰显了公众在 “有限理性”基础上对
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较为熟悉科学技术的科技专家
对科技风险的认识之间存在着矛盾。

二是科技专家与其他专家对公众认知科技风
险的态度的矛盾。一般来说，科技专家反对将公
众认知科技风险的状况纳入到对风险分析以及科
技政策的决策过程之中。而心理学专家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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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科技专家对科技风险的评估相对于公众来说
显得过于狭隘、单一；而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识
更为丰富和复杂；不管公众所持的观点是否是正
当的、合理的，政府有关机构和科技专家在进行
风险分析和政策决策时都应该将公众的观点纳入
其中。［２］

三是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与信任之间的矛
盾。公众对政府和科技专家的信任是进行重大科
技问题决策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由于科技专
家对科技风险评估与公众科技风险认知之间存在
巨大差异，往往造成两个不同群体之间严重冲
突，甚至会导致公众对科技专家极度不信任，严
重时则会出现 “信任危机”，影响公众对科学技
术界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由此滋生了公众的
科技风险认知与信任之间的矛盾。

以上矛盾主要是由于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
关系间的互动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不明确认识造
成的。因此，要解决现存的矛盾，必须厘清公众
认知科技风险的影响因素，以及科技风险对公众
认知影响的因素，进而透视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
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由此
来看，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之间互动关系的分
析显得尤为重要。

二、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分析框架

多米尼克·戈尔丁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Ｃｏｌｄｉｎｇ）对风
险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分类，认为应该包含保险
精算、毒物学和流行病学、工程学、经济学、心
理学等方法，以及风险的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
论七个部分。［３］从其分析可知，风险是由心理、
文化等主观要素与工程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客观
要素共同组成的，其中，风险的心理学、风险的
社会理论和风险的文化理论与风险的公众认知相
关，涉及风险的个人认知、社会利益和文化集合
问题，主要被运用于与风险相关的政策制定、冲
突解决和风险沟通领域。由此，有理由认为，科
技风险的公众认知程度及二者的关系问题也必然
会受到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相应
地，也会存在主观建构的科技风险观和实在的科
技风险观。从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角度出
发，两种科技风险观表现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

观认知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两个方
面。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个总体分析框架。

（一）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认知
所谓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认知，是指产生

于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体自觉过程中的对客观存
在的科技风险的主观知觉、判断和体验。公众本
身及公众所附属的多种要素对公众认知科技风险
有着重要影响，其认知结果则直接指向公众科技
风险观的形成，换言之，公众构建科技风险观的
过程是建立在公众对科技风险感知的基础之上
的。个人的心理、社会的文化传统习惯、政治背
景等多种因素必然会影响到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
识。在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过程中，对科技风险
的判断和评估可能与实际存在的科技风险水平有
所偏离。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主观影响因素如图

１所示。
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过程是以科技风险因

子感知为基础、以个人认知主体因素为核心、受
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在此过程
中，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建构也成为公众认知
科技风险的过程，因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识和态度与实际存在的科技
风险水平的偏离程度得以表现出来。

图１的第一部分是公众对科技风险因子的
感知，这是科技风险主观建构的基础，同时也
是公众认识科技风险的基础。斯洛维克 （Ｓｌｏｖ－
ｉｃ）等通过心理测量等方法分析公众感知的各种
风险因素，构建了不同风险因素所对应的公众
对科技风险认识态度分析图。他们发现，公众
对科技风险的感知、态度与该风险在因子空间
内的位置紧密相关。［４］他们把公众对科技风险因
子的感知情况用一个坐标轴来表示，其中横轴
（向右为无限恐惧）作为一个重要因子 “恐惧风
险”，竖轴 （向上为无穷未知）作为另一个重要
因子 “未知风险”；第一、二、三、四象限，则
是通过各种风险感知的因素进行分析所得出的
公众对科技风险的态度。在第一象限，主要包
括ＤＮＡ技术、核反应堆事故、卫星坠毁、超音
速运输机等公众不熟悉的科技风险因子，但公
众对这些科技风险因子非常恐惧，因为他们认
为此类科技风险不具有可控性，因此，他们对
此类科技风险最不能接受。相对第一象限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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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象限，主要包括电线、电气、动力割草机、
摩托车等公众非常熟悉的科技风险因子，公众
认为存在的风险习以为常，在心理上能够接受
这样的风险。第二象限，主要包括微波炉、诊
断Ｘ射线、抗生素、达尔丰 （镇痛药）等生活
中所涉及的科技风险因子，公众对这个领域中
出现的科技风险因子不熟悉，但并不对它们感
到恐惧，因此，他们在态度上能够 “自愿”接
受这样的科技风险因子的存在。第四象限，主

要涉及手枪、车祸、核武器、煤矿事故等公众
熟悉的科技风险因子，公众认为此类科技风险
具有可控性，因此对这个领域的科技风险能够
基本接受。［５］（Ｐ１２９－１３８）从斯洛维克等的分析可以看
出，公众通过对科技风险因子的感知情况赋予
科技风险不同的态度，这些不同态度的出现与
公众的个人认知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这
些因素会影响公众对科技风险因子的认识程度，
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科技风险的不同态度。

图１　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主观影响因素

图１的第二部分是公众群体中的个人主观感
知因子，这是产生主观认知科技风险过程中的核
心，也是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识产生不同态度的
主要因素之一。个人的感知因子大致包括信息理
解和处理能力、自身情感因素、直觉判断能力、

知识与经验、态度等五个方面。

个人对信息的理解和处理能力，是影响公众
认识科技风险的主要因子。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
展，但通过直接接触科学技术来了解科技知识的
公众很少，通过亲身体验或经历来直接感受科技
风险的公众就更少。相反，公众对科技知识的了

解和对科技风险的认识大都是通过社会沟通与学
习途径来获得。从一定意义上讲，个人对科技风
险感知的过程及产生的态度，就是个人对媒体信
息等进行识别、选择、加工、处理，最后通过判
断得到最终结果的过程。因此，个人的信息理解
和处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卢曼所说： “风
险感知与其说是经验或个人的证明的产物，不如
说它是社会沟通的产物更为准确。”［６］（Ｐ１６）

个人自身情感因素，是个人理解和处理信息
能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影响个人认识科
技风险的主观因素之一。一直以来，人们长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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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行为科学”的影响，认为人们总是 “能够
依据一定的逻辑规则与逻辑程序对各种事物进行
推理判断，得出合乎情理的结果”［７］（Ｐ７４）。但事实
证明，人们在接受信息以及处理信息的过程中，
并不是一个 “绝对理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
个人情感因素的 “非理性”的过程。因此，公众
在认识和判断科技风险的过程中，并不是像科技
专家那样，对科技风险进行理性、逻辑的分析和
判断并得出一个量化的具体数据；相反，公众大
多是通过 “感性的、直觉的、情感的、情绪
的”［８］（Ｐ７４）判断方式来赋予科技风险不同的内涵，
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此，包括心理、态度、情
感等个人情感因素的综合表达，影响个人对科技
风险感知的态度。具体来说，当公众或个体对某
种科技风险的认知带有消极的情感时，就会持有
“臆断和虚夸风险”的态度，此时，公众或个体
对此科技风险会非常恐惧并加以排斥；但当公众
或个体对某科技风险的认知带有积极的情感时，
会表现出一种 “正常”或 “不屑”的态度，此
时，公众或个体则能够或愿意接受该科技风
险。［９］（Ｐ７４）因此，情感因素干扰并影响公众对科技
风险的认知，所表达出的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
与实际水平必然会有所偏差。

个人基于自身的直觉判断，直接影响个人的
风险认知，进而影响对科技风险的判断水平。因
此，个体在认识、判断科技风险的过程中，由于
个人自身 “风险感知中的直觉偏见包括可得性、
固 化 效 应、代 表 性 以 及 避 免 认 知 不 一 致
等”［１０］（Ｐ７５），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和判断结果可能
会与科技专家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科技风险评估
存在较大的偏差。直觉偏见的可得性主要是说不
通过人们大脑思考而直接在大脑中闪现的事件，
相对于经过大脑思考想起的事件更容易发生且风
险更大。人们通常会认为，不经过大脑思考直接
闪现的科学技术比需要大脑思考想到的科学技术
风险出现的概率要大； “概率低、伤害大”的科
学技术比 “概率大、伤害小”的科学技术风险要
大得多。 “固化效应，是指个体的风险感知存在
一种 ‘路径依赖’效应，人们通常会依据自己所
掌握的信息、自己的生活经历等因素对技术风险
作出带有明显个人 ‘烙印’的判断，个体所感知
到的风险会被可得信息或感知到的信息重要性所

调整。”［１１］（Ｐ７６）因此，固化效应会使得人们在感知
科技风险的过程中，让自己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
度与原有的认知模式相靠拢，导致个体所感知到
的科技风险水平与实际科技风险水平不相吻合。
代表性主要是说明个人的一些亲身经历或在生活
中遇到过的印象深刻的科技风险事件，这样的个
体往往会认为科技风险比较大。 “某些信息对构
成一个现存的信仰系统之一部分的概率感知形成
了挑 战，这 些 信 息 要 么 被 忽 略，要 么 被 轻
视。”［１２］（Ｐ２８）因此，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对科技
风险的认知水平。

个体关于风险的知识和经验对科技风险的认
知有重要的作用，对此，不同科技领域的专家做
过研究，而最终得到的结果不一样。例如，温斯
坦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为公众提供电磁和氡的有关信
息，证明了公众得到相关的知识后对电磁和氡所
带有的风险有了一定认识，因此，知识和经验能
够提高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水平，由于有了相
关知识，公众就会越发关注此类科技所带来的风
险。［１３］但贝尔德 （Ｂａｉｒｄ）在砒霜挥发实验研究中
发现，公众虽然知道砒霜的危害性，但他们并不
特别关注此类风险。［１４］因此，在这个领域中个人
的知识并没有提高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
总的来看，虽然掌握一定个体知识和经验的公众
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效果不一样，但这并不说明知
识对认知科技风险没有作用，而是进一步说明公
众对不同试验方法以及科技风险类型会产生不同
的反应。由此可以看出，个体知识和经验与风险
认知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
线性关系。

个体的认知态度，即个体对科学技术的乐观
或悲观态度。个体的认知态度会直接影响公众对
科技风险的认知水平。博尔切丁 （Ｂｏｒｃｈｅｒｄｉｎｇ）
等建立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等态度的强
烈程度与公众认知其领域科技风险水平的 “结构
方程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公众对该领域的态
度越强烈，表明影响他们对该领域的科技风险认
知水平就越高。［１５］（Ｐ１９－２６）他们的研究只是说明了个
人的态度对其认知科技风险的水平有影响，但没
有具体阐述公众态度对科技风险认知水平的影
响。针对这个问题，达尔斯通过多重研究和实践
工作的总结，认为人的心理趋向即对科技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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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悲观态度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水平具有巨大的影
响。达尔斯发现，具有 “灾难人格”的悲观态度
的人，一般会高估科技风险，他们的风险意识相
对较高。因此，他们自己特别怕自身暴露于某种
危险之中，而这种恐惧程度通常取决于公众对这
种风险的恐惧排序位置。而持有乐观态度的人总
是存有一种风险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乐观主义
心态，他们对科技风险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认
为自己对某种高科技了解较多，因此，对科技风
险认知的水平较高。［１６］由此来看，个人的主观态
度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有很大的影响。

总体来看，个体主观认知的多重因素都将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对科技风险的感知，表达
自己对科技风险的态度与看法。

图１的第三部分是社会文化因子，主要包括
专家和机构信息的准确和客观程度、伦理价值、
不同群体文化、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专家、机
构提供信息的准确度和客观程度，主要体现在专
家、机构给公众提供的科技信息的准确性、客观
性上，如果专家、机构为公众所提供的信息不够
准确、客观，将直接影响公众判断科技风险的水
平。伦理价值，主要取决于公众在社会文化的大
背景下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这也是影响公众判
断科技风险的重要因素，如公众对 “克隆人”等
的接纳程度以及所持态度等。不同群体文化，主
要是指科技机构、政府机构、企业机构等领域人
员基于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利益群体，对科技风险
的认识角度也有所不同，所以，这些群体的亚文
化对公众认识科技风险的角度和水平具有很大的
影响。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会导致不同国
家、区域的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识程度和角度不
同，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不同的认识将
可能会波及各个国家，因此，作为科技风险认知
的异域文化将会影响到本土公众对科技风险的
认知。

综上所述，公众对科技风险的建构过程就是
公众对科技风险认知的过程。在公众认知科技风
险的过程中，以公众对科技风险的感知为基础，
个体的认知能力为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核心，社
会文化为主要影响因素。在三类认知因子中，公
众的认知直接影响公众对科技风险的感知程度和
水平，社会文化影响到个人的认知能力。因此，

个人认知与社会文化因子，会让公众在科技风险
感知的基础上对科技风险产生新的认识。

（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
公众对科技风险认知的结果是由主观因素与

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
看，当代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潜在的损失和危
害，在客观上影响了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
度。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因素如图２
所示：

图２　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因素

该框架所表示的是具体的科技事故对公众认
知的影响。不同特点和类型科技事故的发生，会
给经济、环境、人类、社会等方面带来损失和危
害。对于不同科技事故的特点和类型，以及发生
以后产生的后果，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媒体对其有
不同的解释并进行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信
息导致了公众不能准确地接收或判断有关科技事
故的准确信息。因此，公众在对科技事故的感知
基础上，不能确定自己对科技风险的认识程度，
从而导致公众的感知、想象、态度的长久变化并
会间接影响到公众对其他科学技术认可程度和对
社会制度的信任度。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不同群体对科技
事故的解释与传播对公众认知的影响。

其一，个人经验。主要指发生科技事故的当
事人或受害者的个人经历过程及其主观感受。由
于处于科技事故发生的现场，在经济上遭受损失
的同时，个体的心理和精神也会遭受一定程度的
创伤，他们对此类科技事故产生了极度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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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由此，他们在向外界传播自己对科技风险的
认识时，可能会夸大此类事故，其信息传播将会
对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程度有极大影响。正如罗
杰·Ｅ·卡斯珀森 （Ｒｏｇｅｒ　Ｅ．Ｋａｓｐｅｒｓｏｎ）所说：
“比起人类遭受的伤害与不幸，人类在灾难性事
件的负面直接后果面前的暴露程度似乎对风险感
知与社会群体的动员影响更大。”［１７］（Ｐ１８７）

其二，媒体。主要指能够传播科技风险信息
的媒介，即传播科技风险信息的载体和平台。媒
体 “在社会对灾难事件的反应中，明显存在高度
的 ‘理性’。媒体报道的数量大致与直接的物质性
后果的严重程度成正比”［１８］（Ｐ１８６）。因此，媒体对科
技事故的报道程度，直接影响到公众对科技事故
的感知程度。媒体的报道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
事故发生的原因、结果，还包括政府风险管理机
构对科技风险总体的管理与预测等信息。在当今
时代，随着互联网和移动媒体的出现，信息的传
播渠道更加多样化，传播速度更加快捷，特别是
博客、维基、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和内容社区
等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更加促进科技风险信息的
公开化和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如果媒体对科技
信息的报道有所偏差，将会使得公众对科技风险
的理解出现偏差，严重者会导致公众对风险管理
机构进行谴责甚至产生不信任感和冷漠的态度。

其三，社会群体。指通过一定的社会互动和
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并共同活动的人群集合体。社
会群体的社会动员对公众认知科技风险有重要影
响，而社会动员与社会媒体报道有重要的关联，
“高密度的媒体报道似乎激发社会动员”［１９］（Ｐ１８８），

当社会群体都在关注科技事故时，公众作为社会
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会直
接受到所在群体对科技风险的态度、价值观与期
望值的影响，并且可能会产生对物理环境的疏
离，降低对科学技术的认可程度。

其四，政府管理机构。主要指在科技事故发
生后对公民具有保护责任的政府有关机构，一般
由科技专家、政府官员等组成，他们负责将科技
事故有关信息准确地通过相关媒体进行传播。在
此过程中，政府有关机构应该及时纠正媒体的片
面报道、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偏激言论；但由于
科技事故对公众的现实性的影响，此时公众可能
会对政府有关机构的解读和宣传产生较为强烈的

抵触情绪，甚至导致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的解读和
宣传对公众认知起不到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看，具体的 “风险事件被媒体、文化
和社会群体、制度和个人加工的过程深刻地塑形
着风险的社会经验”［２０］（Ｐ１８７），进而影响着公众对
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可能会导致公众持反科技
态度而远离物理环境，由于对风险管理机构的不
信任，公众可能会对社会持冷漠的态度，最终导
致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可程度降低和社会公共信
任减弱等连锁反应。

（三）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综合理论
框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
主观认知与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是两
个相互区别的过程，前者由于受到诸多主观因素
的影响，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与实际的科
技风险水平会有所偏离。“个人根据他们对风险的
感知做出回应，而不是根据一个客观的风险水平
或对风险的科学评估，科学评估只在它们融入个
人感知时才是个人对风险反应的一部分。”［２１］（Ｐ７４）

因此，不能将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看做是一个
独立的过程，而应充分考虑到影响公众认知科技
风险的客观影响因素，即科技事故的特点、类型
及其产生的后果通过外界不同人群、媒体等的解
读和传播对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影响。

考虑到上述关系，必须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
知的关系进行综合理论分析。只有将公众对科技
风险的主观认知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
响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清楚地理解科技风险与公
众认知之间的关系。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综合
理论框架如图３所示。

此理论框架涉及主客观影响因素在前面的论
述中大都已经提及，这里只对框架本身进行解
释。图中由上向下所表示的内容，首先表示的是
实在科技风险，即具体科技事故所产生的一切结
果，在政府有关宣传机构、相关专家和媒体的解
读和宣传中，刺激了公众对科技事故的关注程
度，影响了科技风险沟通与管理和社会群体的亚
文化；公众在接触各种关于科技事故信息的同
时，会运用自身主观对科技风险的经验、认知能
力、伦理价值观念去分析他们所接触的信息；但
这一过程并不是具有绝对的主观性过程，公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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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综合理论框架

知的过程也受自身所处的亚文化和政府对科技风
险的沟通与管理方式的影响；最终，公众形成对
科技风险的认知态度，同时表现出各种行为反
应，这些行为反应会对科学技术相关政策产生涟
漪影响。而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态度和
行为，反过来会影响到政府有关机构的科技风险
沟通与管理方式，同时也会影响到公众所处的亚
文化的科技风险观的形成，进一步影响到政府和
媒体去调整宣传角度和方式，以此去影响公众对
科技风险的认知水平，使其尽可能达到与实际科
技风险水平相一致。

由此来看，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相互关
系，除了具体科技事故带来的风险之外，其他各
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反馈过程。
实在的科技风险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它不受公众
的认知所涉及的因素的影响，因为不管有没有这
些因素的影响，科技风险总归是现实存在的，因
此，这一部分不参与循环的过程。

三、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现实启示

通过以上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综合
理论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第一，公众与科技专家对科技风险认知的差
异主要是因为公众与科技专家的科技风险观的不
同所造成的。因此，在处理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
关系问题时，应及时发现和考虑造成公众与科技

专家对科技风险认知差异的影响因素。要想在两
者间进行良好的科技风险沟通，首先需要对科技
风险的界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个前提下进
行科技风险沟通，就可能消除公众与科技专家对
科技风险的认知差异，尽可能达到统一认知的
目的。

第二，从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间的关系可以
看出，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角度以及态度会直接
影响到科技风险的沟通、管理以及公众对科学技
术的态度。因此，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状况应
被纳入政府有关机构、科技专家、媒体以及理论
工作者的视野，纳入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虽
然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或多或少存在偏差，但
相对于技术专家等从狭隘技术维度定义技术风险
来说，公众的观点显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因为他
们的观点中包含了诸如公正、灾难的可能性以及
可控性等价值因素的考虑，毕竟科技风险评估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２２］（Ｐ１６６）

第三，科技风险的公众认知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线性过程，传统的科技普及工作并不能对公众
的科技风险认知产生 “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
因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
现象，其影响因素既有客观的因素，又有主观的
因素；既有公众的理性分析，又有非理性的个体
自觉；既有科技风险沟通与管理的宏观影响，又
有公众所处亚文化的微观渗透。毋庸置疑，公众
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效果依赖于公众的科技风险意
识，二者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公众科技风险意
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公众对政府相关科技战略、
科技决策的拒斥和接受程度。因此，政府的宣
传、科技传播和科技风险的沟通与管理应指向公
众的科技风险意识，应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一
个公共领域，在此领域内通过恰当的协商、沟通
机制，倾听公众对相关科技决策的意见，并对公
众的呼声给予恰当的回应，才可能建立起一种健
康的、可持续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第四，可以在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分析
中寻求解决 “信任危机”的有效途径。鉴于公众
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效果，连同产生的一系列行为
反应会波及与科技政策有关的诸多领域。因此，
政府有关风险管理机构应关注公众科技风险认知
结果及其行为反应对风险沟通、公众亚文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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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及时发现问题，调整科技政策、宣传内容和
宣传方式。同时，政府管理机构还应对科技专家
和管理人员加强风险意识及责任意识教育，加强
重大科技决策的社会参与和公众沟通，把风险沟
通和评估真正纳入政府科技项目管理过程中。媒

体也应承担其应有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不仅
要关注专家对科技风险的定义和解释，同时也要
关注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效果及行为反应，做
到如实宣传相关科技事实，不能放大科技风险，
从而起到良好的舆论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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